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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阿里斯托芬讨论了在雅典帝国发展壮大到达顶峰又急转直下的过

程中，雅典城邦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这些考验不仅仅是城邦等政治共同体需

要面对的，同时也是城邦剧场中的观众需要进行考量的。服装在阿里斯托芬

喜剧中作为权力运作的一种手段，对观众的伦理立场产生了影响；作为歌队

表演的插曲部分通常表现为一种强制的逻辑，这种逻辑更加直接地要求观众

进行伦理选择；最后，阿里斯托芬对退场行动的安排在部分喜剧中具有重要

地位，对诗人来说，退场行为不仅仅是喜剧表演的结束，更重要的是，它还

传达了包括警示价值和反面道德价值在内的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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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竞争文化造就了雅典人对“表演”的钟爱，作为与表演联系最为紧

密的体裁，戏剧的特殊性就体现在它可以在舞台演员根据剧本进行有限表演的

同时传达更多声音，即戏剧可以“向观众引出将普遍智慧或笼统观点与戏剧具

体的事件相联系这一难题”（戈尔德希尔，《奥瑞斯提亚》23）。这也正是歌

队作为一种“集体之音”和一个戏剧角色向观众传达教诲并暗示观众进行伦理

选择的方式，就像酒神大节和列奈亚节上戏剧演出之前进行的游行一样，游行

队伍中有一部分是一些男孩，他们的父亲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因此这些男

孩在公共场合的集体出现强调着公民对城邦的义务。“观察意味着施加影响的

同时也被现象影响”（戈尔德希尔，《导言》24），如威尔斯所说，阿里斯托

芬的喜剧“是以他的观众所处的世界为背景的”（201），阿里斯托芬的喜剧

正是凭借这种互动式的表演传达诗人的思想、疑问以及提示观众在家庭、城邦

和泛希腊共同体的层面上进行伦理选择。需要说明的是，戏剧在某种程度上本

来就是为表演的形式而生的，所以我们可以将戏剧的一切——包括演员对台词

文本的声音转化——都称作表演，但本文对戏剧表演的限定侧重于“目光式民

主”那样的视觉重点，当然，这离不开作为基础的台词。

一、喜剧表演中的服饰、伪装与观众的伦理立场

古希腊剧场中的观众会结合演员所着服装、饰品——在阿里斯托芬喜剧

中多体现为伪装——理解喜剧诗人的情节安排，用以伪装的服饰可被看作是

一种道具，“它们在现场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它们进入舞台行动，并吸收

着复杂的、有时是冲突的意义”（English 199）。喜剧诗人对服饰和伪装的

应用推动了喜剧情节的发展，也推动了剧中人物的权力运作，这种权力运作

投射至剧场共同体，对观众的伦理立场产生了影响。

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服饰控制指涉了一种权力关系，喜剧人物“控制自

己和他人的服装，就是证明自己对自己的掌握和对他人的征服”（Compton-
Engle, “Control of Costume in Three Plays of Aristophanes” 507）。《 阿 卡 奈

人》（Acharnians, 1924）中迪凯奥波利斯因对服装的控制而掌控全局，他

在公民大会上剥下了很多人的服装，但没有人脱去他的服装，反倒是他在向

欧里庇得斯借一套扮演乞丐的服装的时候，“迪凯奥波利斯的祈使句重复了

八次，传达了他专横的语气”（Compton-Engle, Costume in the Comedies of 
Aristophanes 90），可见他的隐形权力，剧中拉马科斯被剥去盔甲、迪凯奥波

利斯看穿波斯人的伪装和识破两个伪装成小猪的女孩都是服饰和权力相关联

的例证。《阿卡奈人》直接提到了观众，迪凯奥波利斯在和歌队对驳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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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欧里庇得斯那里借到行头，他说，“观众会认出来，这是我，/但是歌队

像呆鸟样地站着，/任我用巧言妙语捉弄他们”（行 440-444）。1 对歌队来说，

迪凯奥波利斯最初被认为是一个叛徒，因为《阿卡奈人》上演于前 425 年，

时值雅典和斯巴达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阶段，所以观众会认同阿卡

奈人的看法，歌队作为他们的代表对迪凯奥波利斯又追又打。狄凯奥波利斯

不得不借用悲剧中的行头来申明自己的严肃性，当他装扮成乞丐后，根据他

的看法，歌队将像呆鸟一样分辨不出他来，于是在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

进行阐述之后，歌队中的一半人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另外一半的歌队成员和

他们打了起来。这可被视为服饰起到的一种作用，通过换上乞丐忒勒福斯的

装束，一方面迪凯奥波利斯赢得了阿卡奈人的一点怜悯，另一方面，忒勒福

斯在神话中是赫拉克勒斯的儿子，因此被认为是希腊人，但他却拒绝参与希

腊对特洛伊的战争，因此，狄凯奥波利斯对忒勒福斯服装的借用暗示，一个

人完全可以从对城邦敌人的仇恨中脱离出来。服饰的变换蒙蔽了作为观众代

表的歌队的眼睛，动摇了他们的伦理立场，也动摇了观众的伦理立场。

但观众始终知道迪凯奥波利斯的伪装，这种伪装“对观众来说必定再

明显不过，否则这种幽默的僭越特点就会消失”（赛特林 217），迪凯奥波

利斯对服饰的控制暗示他对歌队的权力压制，通过权力压制，迪凯奥波利斯

逐渐反转自己的处境，但对观众来说，并不存在演员对观众的权力压制。相

反，喜剧观众因为知晓迪凯奥波利斯的换装而同样拥有了对阿卡奈人歌队的

权力控制，“操纵服装的行为都对应着操纵者地位的提高和被操纵者地位的

降低”（Compton-Engle, “Control of Costume in Three Plays of Aristophanes” 
509），观众某种程度上成了迪凯奥波利斯的同谋，这种同谋身份使得观众

思考迪凯奥波利斯换上乞丐装束的真正原因及其隐藏意义。所以对《阿卡奈

人》的情节和歌队而言，歌队分辨不出的伪装是主角采取的一种迫不得已

的、平息他们怒火的手段，而对《阿卡奈人》的观众而言，伪装首先是一种

赋予他们权力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及其带来的对歌队的优越感，演员的表

演催促他们冷静思考在城邦艰难时期普通公民应有的伦理立场。

《公民大会妇女》中的性别伪装对剧中的妇女们来说，同样是一种出于

无奈的选择。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女性伪装成男性，但剧中男性对此毫不知情，

于是他们只能穿妻子橘红色的外套和波斯式拖鞋，这同样构成了一种权力压

制。该剧上演于前392年，当时爱琴海的形势对雅典很有利，波斯对雅典很友好，

民主派在罗得斯、萨摩斯、以弗所和密提林掌权，其他多个城邦也都对雅典

颇有好感，所以城邦中占多数的贫苦公民支持民主派领袖们收复雅典在伯罗

奔尼撒战争期间失去的海外资产。这样一来，剧场里的观众便不可能支持珀

拉克萨戈拉的伦理立场。

所以，剧场里的观众很可能会同情在舞台上受到蒙骗的男性角色，但

1　 在引用古代文本时采用行号标注，括号中的数字指古希腊文本中的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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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喜剧表演的进行，观众倾听了由赫勒梅斯转述的妇女口中男性的各种蠢

行——暴露国家秘密、借钱不还、互相欺诈、喜好诉讼告密等等，可是观众

或许不愿承认男性的诸多缺点，而且《公民大会妇女》中几次偶然事件对男

性柔弱的体现一定让喜剧观众怒不可遏。观众的同情和妇女们的控诉形成了

对比，于是在性别伪装下，通过对男性缺点的呈现，阿里斯托芬提醒观众避

免鲁莽的判断 , 诗人提供给观众的权力优势不是为了让观众对作为他们同类的

男性喜剧角色表示同情和怜悯，而是为了给作为城邦公民的观众一些伦理启

示，使他们意识到喜剧和城邦政治的关联，并唤起他们抵抗那些急进政治爱

欲受害者肆心的行动。

二、作为歌队表演的插曲与观众的伦理选择

尽管古希腊戏剧的合唱歌和插曲涉及的具体动作在戏剧文本上体现得并

不明显，但“表演”这一关键词在合唱歌和插曲部分却尤为重要，这一方面

是因为，声音产生了歌队这个群体的权威，而且舞蹈的节奏必定涉及歌队的

身体，另一方面是因为，歌队在插曲中通常直接对观众说话，述说自己的辛

酸经历，表演因素就在于此时歌队和观众的直接互动：歌队将观众纳入插曲

的主要内容中，即“观众被邀请到了通过戏剧情节呈现的sunagōnizesthai[（歌

队）参与剧中的行动]中”（卡拉莫 191），因而形成了元戏剧，这样一来，

观众显然就构成了喜剧的一部分。有两种类型的插曲与歌队和观众的互动以

及观众的伦理选择直接相关：互惠和引起怜悯的策略，强制逻辑或逼迫的策

略，以及现实人物的具体诉说的策略。

在第一种类型的插曲中，歌队称阿里斯托芬为“他”，《骑士》中的歌

队替诗人抱怨说没人欣赏他的喜剧，并表达了他们对观众的期望，即“让你

们的诗人称心如意”（行 548）。阿里斯托芬深谙观众的爱欲，《阿卡奈人》

中的歌队以一种互惠的逻辑说，“谁听了这位诗人的忠告，谁就会 / 变得非

常明智，并在战争中大胜”（行 650-655）。这可被视为一种对观众伦理选择

产生影响的行为，其出发点是“观众在评判比赛时反复无常的天性”（Biles 
196），观众按喜好随意评判竞赛，这使得老一代的喜剧诗人被人遗忘。歌队

的行为提醒观众要做出合乎城邦道德和公共利益的选择，并暗示，正确的伦

理选择会给观众带来好处。“伦理选择有可能是一种两难选择，但并非伦理

选择一定属于两难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8），如果观众的伦

理选择符合歌队期望，那么他们只是由不喜欢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转向接受阿

里斯托芬喜剧的思想，这是一种一般选择，而非两难选择。《阿卡奈人》中

的歌队以一种悲惨的腔调指出了观众的不义之举，他们一再提及自己遭受城

邦冷落。一方面，“伦理选择按照某种社会要求和道德规范进行选择，按照

做人的道德目标在特定的伦理环境和语境中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在教诲和

学习过程中进行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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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正是歌队为观众重现了此种伦理环境并提供了教诲；另一方面，他们

希望能够引起观众的怜悯，和上述互惠逻辑一同，体现了第一种类型的插曲

中歌队表演对观众伦理选择的影响。

第二种类型的插曲大都延续了第一种类型插曲中的互惠逻辑和怜悯计

策，如《云》中的歌队劝说观众判克里昂有罪，城邦会因此重新兴盛起来，

《马蜂》中的歌队向观众诉说年轻人夺去了他们辛苦拼搏来的东西，用以引

起观众的怜悯。但第二种类型的插曲又发展了一种强制性逻辑，这种逻辑以

互惠为基础，诗人不再单靠劝说和施惠来达到目的，如果说施惠是因为诗人

深谙雅典人看重金钱的爱欲弊病的话，那么强制性逻辑则是因为诗人洞察到

了雅典人那种自古以来就有的对荣誉的向往和观众对荣誉的曲解。这种强制

性逻辑简言之就是将喜剧的价值和观众的智慧绑定在一起，阿里斯托芬在插

曲中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心问题：我的喜剧是如此高贵，你们这些智慧的人一

定能看懂、能认同。从阿里斯托芬的角度讲，观众对拥有智慧——一种荣

誉——的向往会使他们仔细思考喜剧思想，并在最后投他一票。

《云》中的歌队称观众是“聪明人”（σοφός），作为诗人的歌队抱怨说，“不

应该失败的我却遭到了失败，因此，我抱怨你们这些聪明人（σοφοίς）”。（行

524-525）《马蜂》中的歌队唱道，“你们没有立即看出其中的高明，真是丢脸。

在聪明人（σοφοῖς）里没有谁认为这是我们诗人的错”。（行 1048-1049）《蛙》

中的歌队更是直接赞美观众的智慧，“啊！瞧一瞧，我们面前坐着的无数的

观众，出色的人群，他们有无尽的智慧（σοφίαι）”（行 677-679）。对观众

智慧的直接或间接称赞还出现在一些喜剧的合唱歌中，在这些插曲和合唱歌

中，“阿里斯托芬将他对胜利的渴望和对自己成就的认可等同于他的一种信念，

即观众是聪明的〔……〕这样，他把观众的优点和喜剧的优点并置，如果一

个上升或下降，另外一个也会如此。这是阿里斯托芬精心设计的自夸”（Major 
139）。雅典观众甚至整个希腊的观众对荣誉的固执使他们希望被称作是智慧

的，阿里斯托芬抓住了这一心理，从而也就有足够的胆量在剧场里自我赞美。

阿里斯托芬的强制性逻辑既解释宣传了自己的喜剧，又让观众得到了某

种满足，这似乎是一种剧场中的瞬时反应，事实上诗人对自己喜剧及其思想

的解释又在更深层次的地方指引观众。奥里根（D. E. O’Regan）指出阿里斯

托芬这种手段其实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因为观众还是“更喜欢阿里斯托芬粗

俗对手提供的传统口味”（118），这一论断是根据第一和第二版《云》的剧

本得出的，观众曾因为第一版《云》不够粗俗而抛弃它，不过，正如文学伦

理学所强调的，“要始终关注人在经历伦理选择过程中的道德教诲和学习，

主张通过教诲和学习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何卫华 聂珍钊 6），这更多地

是阿里斯托芬借歌队与观众的、含有强制性逻辑的互动想要表达的，即观众

永远都需要进行思考和学习，直到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必要的时候需要

被强制作出特定的伦理选择——和成为更有道德的人。



852

三、退场行动的伦理价值

《云》和《公民大会妇女》的结尾是开放式的，阿里斯托芬通过让斐狄

庇得斯适时退出舞台，安排了更大的一场戏剧，这后一场戏剧的舞台便是现

实中的雅典城邦，诗人的留白给喜剧观众带去了伦理反思的空间，正如威尔

斯所说，“意义并不存在于希腊文本的页面上，而只能在读者或观众的头脑

中构建”（207），因此文本的伦理价值常常通过作为表演的退场行动得以表

现。根据聂珍钊的观点，“文学的教诲价值和警示价值，是正面道德价值与

反面道德价值的总称”（《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8），阿里斯托芬喜剧中

的退场行动所传达的伦理价值主要是警示价值和反面道德价值。

《云》讲述了一个被债务问题困扰的父亲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为逃脱债务

向苏格拉底求学不成之后，让自己的儿子斐狄庇得斯学习诡辩修辞的故事，

这位父亲虽靠言辞摆平了追债人，但也因为言辞深陷伦理混乱的泥潭，故事

结尾，这位父亲意识到了诡辩修辞的危害，烧掉了苏格拉底教授言辞的思想

所。这一结尾看似是一种确定的结尾，即愤怒的父亲烧掉了诡辩修辞的来

源，歌队也称任务完成，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该结尾暗含一种警示价值。

第一处是第 1475 行斐狄庇得斯的退场，当时他已无心再跟父亲斯特瑞普

西阿得斯争论，于是他总结道：“你就在这神经错乱、自言自语吧！”（行

1475）接着便退出舞台。斐狄庇得斯之所以退场，主要是因为他不满足于家

庭内部伦理混乱带来的乐趣，故欲以言辞的力量在城邦中找乐子，在这之前，

他搅乱了家庭内部的伦理规范，尤其是在他对儿子可以打母亲的论述中，体

现了他对乱伦的尝试。阿里斯托芬将喜剧舞台和现实城邦结合了起来，单单

是让斐狄庇得斯退场，就足以使观看喜剧的雅典人大惊失色，观众可能会有

疑问，为何斐狄庇得斯如此匆忙地离开舞台？对现代读者来说，这充其量只

是一个能够被续写的故事，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待填补的空缺，但结合雅典

那种人们时刻处在表演之中的文化，那种人们“今天坐在剧场里，明天就会

坐在公民大会上”（勒维 158）表演的文化，阿里斯托芬的观众会将斐狄庇

得斯的表演想象下去，城邦是舞台，其公民则是观众。结合《云》的主题，

可以推论，斐狄庇得斯可能会通过修辞术在城邦中蔑视诸神，驳斥法律，并

成为僭主式的人物。作为一种让人忧虑的表演，斐狄庇得斯匆匆退场和城邦

联系了起来，这便是它的警示价值和反面道德价值。

第二处是第 1510 行的歌队退场，火烧思想所之后，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吩

咐仆人追打苏格拉底和凯瑞丰等思想所成员，歌队长说，“把我们领出去吧，

今天的任务（κεχόρευται）我们已经很好地（μετρίως）完成了”（行 1510）。

歌队长满足地说歌队已经完成了任务，罗念生版译文可被看作是对王焕生版

译文的一种补充说明：“我们退去吧，今天的歌舞已经完毕了。”κεχόρευται
一词本义为“跳舞”，所以从罗的译文能更清晰地看到，对歌队来说，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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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束只能算是舞蹈演出的结束，这句突兀的结束语、奇怪的直白“让我们

回到谐剧节，它揭开云的面具，并逐步取消戏剧世界，用舞台取而代之”（奥

里根 216），这会让观众产生疑问：歌队惩罚不信神的人这一任务有没有“很

好地”（μετρίως）完成？有些解释认为这一任务完成了，理由是斯特瑞普西

阿得斯认识到神的存在并惩罚了苏格拉底之辈，但这种看法没有将斐狄庇得

斯考虑进来，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之前不信神是因为要逃避债务，现在信神则

是因为斐狄庇得斯无视诸神立下的准则，并随意僭越伦理规范，所以诸神对

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来说只是一种便利的工具，用来为欲望服务，因此歌队惩

罚不信神的人这一任务并没有“很好地”完成——最多只是思想所的人受到

了警示。1924年出版的、现收入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s）的英文版《云》

中，这一段被译为“have acted our part”，“part”一词既可以被理解为歌队

表演的舞蹈，又可以被理解为歌队惩罚不虔敬之人这一任务，英文译文将阿

里斯托芬的意图显白地表达了出来：歌队的退场和斐狄庇得斯的退场一样，

不只是喜剧表演——歌队舞蹈——的结束，还暗含了关于虔敬的伦理价值。

《公民大会妇女》典型的欢乐结尾可能会给观众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来

源于大多数喜剧的结尾，即喜剧表演结束，到了观众们和喜剧人物一起庆祝

的时候了，可这只是节日程式的一部分，而阿里斯托芬向观众的留白真正来

自退场歌之前的男青年的退场行动。退场歌之前男青年的退场就是来源于这

一规定：“谁想拥抱美人，就必须先去亲热丑女和泼妇”（行 617），两个贪

婪丑陋的老妇根据新法律争夺男青年和她们发生关系，这位男青年就是在老

妇的拉扯中退出了舞台。这给观众带来了一个难题，妇女们新立的法律是一

种正义还是不义？退场歌中欢乐的气氛会让沉溺于节日气氛的观众更加兴奋，

可男青年的退场却很沉重。

所以，如果观众在看完喜剧之后还对退场歌之前男青年充满绝望的退场

有些印象的话，就会认识到平均主义的伦理——一种抹平差异的伦理——引

发的矛盾，妇女们主张施行的平均主义在本质上还是对自然的背叛，因为自

然规定人类寻求对等的爱欲对象，美就是美，丑就是丑，同时自然禁止乱伦。

而平均主义的伦理以强制手段将美丑等同，还导向了乱伦，因此“这出喜剧

变得丑恶，带有些许病态而不是生气”（萨克森豪斯 19）。男青年最终被两

个老妇从舞台上拖了下去，紧接着就是诗人安排的歌队退场表演，这使得在

退场歌的欢乐气氛中，观众能够想象这位青年即将遭受的痛苦。阿里斯托芬

通过对男青年和两位老妇以及歌队的退场安排制造了一种反讽，暗示平均主

义的伦理可能在某些方面很具诱惑力，同时也可能具有破坏性。对喜剧观众

来说，平均主义伦理留下的不只是关于性行为的想象空间，更关乎它产生的

伦理价值，在这里，伦理价值——仍然是警示价值和反面道德价值——就在

于随着对平均主义伦理及其法律统治下城邦生活想象的深入，观众会意识到，

他们就像喜剧中的男青年一样处于被非自然事物撕扯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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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经常反映一些普通城邦民众的思想，并且和城邦

的公共生活联系紧密，“但没有证据说明，对他那些早已不那么有倾向性的

大部分观众或读者来说，他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斯托 35），但正是因为

多数观众缺少倾向性，阿里斯托芬才在喜剧中采取特色鲜明的表演形式，用

以催促观众付诸实践，与此同时，观众在剧场中也因为观看着同一部剧作，

经历着同一种感觉而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整体，尽管这些观众分属不同群体，

他们仍然能够凭借喜剧诗人借喜剧传达的伦理价值意识到对邻人、城邦和泛

希腊共同体的一种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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